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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上海城市生活进入战时状态， 直至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日军的入侵与逐步占

领， 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的经济失策等负面因素， 导致通货膨胀成为抗战时期上海经济的主要形态。抗战时期上海小说则通

过书写疯狂增长的物价、 社会职业地位的变迁与投机活动的兴盛， 折射并回应了通货膨胀这一社会生活重要命题。同时， 考
诸彼时上海这一中国金融中心的历史真实经济形态， 能够发现上海小说作者们在反映抗战时期真实现象之外， 文本写作也存

在颇多变形。这种书写姿态的文史裂缝间， 实则投映出作家内在的情感思绪以及文学自身所独具的力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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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Gaps and Imaginative Writing： Inflation in Shanghai Novel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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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full-scal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1937， urban life 
in Shanghai was transformed into a wartime state that persisted until the victory in August 1945.  The Japa⁃
nese invasion and gradual occupation， coupled with economic mismanagement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Wang Jingwei regime， led to rampant inflation， becoming a defining feature of Shanghai’s wartime 
economy.  Novels from this period reflect and engage with the critical issue of inflation， portraying the sharp 
rise in prices， shifts in social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and the surge of speculative activities.  Analyzing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f Shanghai as China’s financial hub during this time reveals that the authors of Shanghai 
novels not only captured the true conditions of wartime but also underwent notable shifts in their text writ⁃
ing.  These narrative shifts illuminate the emotional states of the authors and underscore the distinctive power 
of literature in responding to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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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上
海文学［1］1-2因依托于这一独特的城市而在整个现代

中国文学发展图景中独占一席。西方都市的生活

方式早在 19 世纪中叶就流入了上海租界， “在 20 世

纪 30 年 代 ， 上 海 已 和 世 界 最 先 进 的 都 市 同 步

了”［2］6-7， 摩登文化与现代性思想的强势介入与迅猛

发展不能不说赋予了上海文学超越全国的繁荣潜

力与独特气质。同时， 在上海迅速的都市化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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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中， 城市中产阶级产生， 现代化期刊与报纸

兴起， 都促使上海形成了独特且富有活力的文学市

场， 使上海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中迅速崛起

并独树一帜。上海文学以丰富繁丽的姿态重新渲

染书写了上海这座城市， 反映着特殊时代的世间百

态， 也从一个醒目而独特的角度折射着现代中国的

进程。因此， 从文学一隅入手观察分析上海百态同

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在全面抗战期间

（1937 年− 1945 年）内外交困之际， 社会经济领域

出现诸多困难与矛盾， 对民众生活也产生显在影

响， 通货膨胀的爆发及恶化即为典例之一， 换言

之， 文学书写上海战时的社会生活， 通货膨胀是难

以忽略的话题。虽然 20 世纪 40 年代前后围绕上海

复杂经济现象的创作少有如《子夜》（1932 年）这样

的巨著， 但无论是孤岛时期（1937 年− 1941 年）还

是全面沦陷时期（1941 年− 1945 年）， 上海小说中

仍不乏有直接或间接刻画相关问题的作品， 如束纫

秋创作的《投机家》（1939 年）、 五个银行员的《烽火

中的幻梦》（1939 年）与朱雯的《泡沫》（1939 年）； 随
着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占领外国租界， 对通货膨

胀等经济问题展开描摹的上海小说界则涌现出了

钱锺书《围城》（1946 年）、 张爱玲《花凋》（1944 年）、 
《等》（1944 年）与《留情》（1945 年）， 当然还有束纫

秋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染》（1943 年）、 丁谛所写的

《蠢动》（1944 年）。这些作品或集中或零散地对战

时上海通货膨胀等经济风貌加以书写， 战争的存在

也为这一时期文本的描摹带来独特性。

目前， 学界针对抗战时期上海小说的研究并不

丰富。一方面， 大多数学者视野广阔， 将目光投放

至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各类文学， 如陈青生先

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从戏剧、 散文等文学体

裁切入， 对孤岛和沦陷期的上海文学做了宏观文学

史性质的概述， 其中间或提及战时上海特殊经济形

态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此的回应； 另一方面， 
报告文学与戏剧在战时上海的重新活跃引起了研

究者的兴趣， 关于 20 世纪 40 年代前后这两个文学

形式的讨论颇丰，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针对小说的关

注有所缺失。因此， 抗战时期上海小说以及将其与

同期通货膨胀现象勾连观察则具有着充分的言说

空间： 小说是如何描绘战时上海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种文学叙写与历史现实又有着怎样的出入与调

整？从中又能梳理出什么有意义的线索？本文即

试图立足这些问题， 着力考察和分析抗战时期上海

小说面对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疯狂增长、 社会职业

地位变迁以及投机活动兴盛所进行的描摹与文学

化处理， 并尝试从中观照文史表达的裂缝及包孕于

这裂缝中的作家情思与文学力量。

1　“物价”问题的淡化描摹

作为宏观层面的经济概念， 通货膨胀融入日常

生活时以“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的面目呈现出来， 
这也是其最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表征之一。因此， 
当叙写平凡生活时， 物价问题便被战时上海小说家

与其他众多生活细节杂糅交织在一起， 以或正面或

不甚经意的书写样态渗透于文本， 成为作品潜在背

景， 甚至在日常生活书写中参与建构人物形象、 推
动小说情节发展。

尽管专注描绘抗战时期上海物价上涨并摧毁

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并非主流， 但无法

否认这种正面书写的方式带给读者的冲击是巨大

的、 所喷涌的知识分子忧愤感是深广的。随着日军

不断蔓延， 《乐土》（1937 年）里的陆曼士也开始不断

地恐惧与焦灼。陆曼士与母亲、 嫂侄共同居住在华

界， 如果向更安全的外国租界搬家， “租界的房租

本来比华界贵得多， 时势一乱， 照例就房租飞涨， 
还要先付大笔的押租， 他怎么负担得了”； 如果将

亲人送回家乡避难， “可是， 哪来这许多盘缠”［3］9-10。

就这样， 战争与钱困住了陆曼士， 无论前进还是后

退都无法逃离与摆脱困境， 面临的只能是越滑越深

的深渊。

正面描摹物价上涨是更合常理、 更有冲击的表

达方式， 但抗战时期上海小说则更多的是将物价飞

升及其所带来的艰难生活逐步淡化于日常性书写

中， 即生活成本提高的严峻性， 实则并未被作家极

度渲染或精细刻画。由此这种阅读心理期待的反

差， 反倒促使选择对物价问题视而不见的写作方

式， 更为成功地折射了上海“通货膨胀”这一宏大背

景， 并在小说淡化描摹与历史深刻记录的距离中凸

显作家的反抗情绪与焦虑心态。

除直接描摹物价问题的写作外， 战时上海小说

还借助沦陷于孤城内普通百姓的言行举止， 把物价

飞升的经济现象溶解于细微琐事之中， 以平淡乃至

戏谑的口吻展开书写。大战爆发和孤岛围困， 正是

《围城》中方鸿渐在上海生活的两段时期。钱锺书

通过描绘方鸿渐的人生起伏反映出当时上海的世

态冷暖， 就在这一过程中， 物价问题作为百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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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钱锺书加以调侃： “这一年的上海和去年大不相

同了……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 又像得道成仙， 
平地飞升。”［4］338-339 这样一来， 飞速上涨的物价所带

来的严峻与艰难仿佛在钱锺书“断了线的风筝” “得

道成仙”的比喻中消解， 换言之， 钱锺书将“物价上

涨”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生活困顿”这一逻辑

链条中剥离出来， 使得我们无法确切知悉战时上海

物价具体的上涨程度， 也无法窥探如此环境下人们

的生活到底如何艰难， 能够得到的仅为模糊的感

知。与之类似， 钱锺书还巧妙地将物价问题转移到

小说其他语境中， “物价”就此变得随处可见： “姑

太太认为侄女儿配错了人， 对鸿渐的能力和资格坦

白得瞧不起。鸿渐也每见她一次面， 自卑心理就像

战时物价又高涨一次。”［4］337 明显地， 当讽刺方鸿渐

与孙柔嘉姑太太时， 钱锺书却极为自然地将战时上

海飞升的物价引入， 将其作为“自卑心理”上涨的参

照物， 而将两个毫无关联的事物相对照的娴熟感也

投射出钱锺书的潜在意识： 战时上海物价上涨已成

为不争的事实， 甚至达到了能够将其作为基准物的

程度。

小说看似无意提及对“物价”的这一书写方式

也被张爱玲运用得炉火纯青。惯常地， 张爱玲借日

常点滴构筑人物及其世界， 上海战时物价的疯狂上

涨也就在这些细碎的言语及心理中流露踪影。  
《等》中刻画了一众在推拿医生庞松龄诊所等候隔

间的太太小姐们， 每况愈下的战争形势让这些曾经

常常关注布料时装的严苛女性们变得逐渐妥协， 去
年觉得粗得很的呢子“现在看看还算好的了”， 而如

今“稍微看得上眼的， 就要几万……看不上眼的呢

——也要几千”， 有时甚至“装满了一皮包的钱上街

去还买不到称心的东西”［5］372。在这些战时仍愿意

来做推拿的太太小姐来看， 战争以及通货膨胀所带

来的， 就是失去了物美价廉的衣料以及是否还有经

济能力再添制衣服的优越感， 但不论是这些世俗的

认识还是争强好胜的暗潮涌动， 战时上海物资紧

缺、 价格飞涨的事实却仍旧借此得以展现。相比之

下， 《花凋》中战时上海的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冲击感

与无力感则更为鲜明， 已不再仅仅停留于攀比的谈

话中了。郑川嫦患上了难缠耗钱的肺病又偏逢战

时， 因此双重的经济压力使得她不仅没钱买西药治

病， 而且“一天两只苹果”的伙食也成了家庭的累

赘［5］268； 而当郑川嫦心灰意冷想自杀时， 却讽刺地

发觉自己病了太久已经远远脱离了这个世界： “多

时没出来过， 她没想到生活程度涨到这样。五十块

钱 买 不 了 安 眠 药 ， 况 且 她 又 没 有 医 生 的 证

书。”［5］269-270 物价上涨阻止了因病“死在三星期后”的

郑川嫦自杀。在这里， 作者试图隐藏起自己， 用看

似最为平缓客观的语气将身陷战时囹圄的“郑川嫦

们”抛给读者， 谁也说不清郑川娥的自杀未遂到底

是不幸中的幸运还是更加深邃的绝望。

由此可见， 以钱锺书和张爱玲为代表的、 主要

于沦陷时期写作的小说家们在书写战时上海绕不

开的通货膨胀现象时，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展示”

（showing）的方式对最为突出的物价上涨及其如何

深刻影响人们日常生活进行描摹。也就是说， 作家

们并非直接“讲述”（telling）、 而是仅仅呈现（pres⁃
ent）通货膨胀下生活的真实过程与形态， “留下他

的人物在舞台上按照自己的命运行动”［6］10， 这样便

能够有效避开自我声音的介入， 以平常自然的笔调

塑造生活， 并加入对现实物价上涨的投射。这种淡

化描摹上海战时物价问题的处理方式， 不声不响将

物价飞涨的现象无缝融入到日常饮食起居中， 并成

为生活的一部分， 使物价飞升表面看来似乎并不惨

烈。然而， 当将目光转移到相关史料上时， 则会发

现文本中的淡而化之与历史记录的真实形成了极

为鲜明的反差， 两者之间的距离给予了小说文本隐

含的力量： 不曾说明上海物价上涨后生活的严峻却

时刻都能让人感受到严峻和艰难的存在。

从“孤岛时期”开始， 上海内部包括日用百货、 
米粮等的价格即在不断攀升， 尤其是在 1941 年太

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完全侵占外国租界后上海经济

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物价指数直线上涨， “全面镇

压和银行倒闭使上海变成了人们所说的‘黑暗世

界’”［7］4。上海完全沦陷后， 对外交通线路被阻断， 
日方及汪伪政权滥发通货， 妄图通过大力发行中储

券以排斥国民政府法币在上海的流通， 加之上海本

地工业迅速陷入停顿至破产， 百万市民日常所需的

米粮及燃煤供应极度短缺， 物价疯狂上涨已成必

然， 自太平洋战争开始直至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

利， 上海物价“指数从 1 774. 6 上升到 9 740 247. 7， 
即上涨约 5 490 倍”［8］28。根据吴景平《抗战时期的上

海经济》提供的资料， 国民政府大量发放法币来缓

解财政赤字， 导致法币膨胀指数飞速上升， 货币的

实际购买力下降， 上海地区物价指数不断上涨且其

速度远快于普通工人生活费增长指数， 两者的百分

比于 1944 年达到谷底， 普通工人的生活费所能购

买的物品量大幅下降。

可以看到， 钱锺书、 张爱玲笔下被淡化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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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问题实际已成为严重摧毁民众生活质量的根

源之一， 文学描摹与历史记录之间存在着表达的距

离。  《留情》里挑水的小工感谢老太太另给他十元

酒钱时， 老太太感叹道： “现在这时候， 十块钱的酒

钱， 谁还谢呀？”［5］306无意的感慨被作家赋予的内涵

是隐藏的和含蓄的， 物价上涨的严峻情形与所带来

的血泪不幸被隐匿于文本间； 然而现实却是赤裸

的、 可怖的： “买米一担， 没有几天就吃光了……先

把钞票放在麻袋中送到米店， 然后才能拿到一担

米， 有时要三大麻袋钞票， 才换到一袋米”， 甚至物

价高到“可能认为是神话”： “买一盒火柴， 要一万

元……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枚， 用一万元计算， 就是

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一枚”［10］495-496， 这样看来， 
十块的酒钱确实小到不值一提。

虽然钱锺书和张爱玲在书写全面抗战时期上

海通货膨胀引发物价疯狂上涨时， 都采用了符合自

我写作风格的方式， 淡化含蓄地处理周遭经济环境

的险恶， 使之在文本中消退溶解， 文史间缝隙由此

生发； 但事实上， 这种不经意的叙写模式恰好隐蔽

地折射出作家内心的焦灼与反抗。笔下嬉笑讽刺、 
似乎能拿战时物价上涨问题随意开玩笑的钱锺书， 
寄居上海沦陷区时却时常怅惘忧虑［4］380， 不加渲染

调侃现状的创作便成为其排遣心情的出口。相似

地， 张爱玲曾谈及自己创作小说的思绪， 即便她深

知自己作品“缺少力”， 也深知“这时代， 旧的东西

在崩坏， 新的在滋长中……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

切都有点儿不对， 不对到恐怖的程度”， 但既然创

作小说， “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 不能

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 他们虽然不过

是软弱的凡人， 不及英雄的有力， 但正是这些凡人

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11］93。也就是说， 张
爱玲希冀借助这些凡人凝聚历史， 用其面对战时物

价问题看似平缓迟钝的言行心理， 来间接映射自我

对战争的反抗、 对生活被损害的心灰意冷。

因此， 战时困于上海的小说家在其作品中呈现

物价疯涨的经济现象时， 愿意借市民日常生活的视

角进行观察， 从其自然平淡的谈话与心理活动投映

生活成本的升高， 并有意在文本中模糊放逐成本增

长后的物质与精神压力。当视线转移至观照战时

上海小说物价描摹态势与历史记录之间的裂缝时， 
就可以顺接发觉作家们自觉地与现实保持一定的

距离， 并倾向于以更为曲折、 隐晦的方式投射其所

处环境及个体思绪。

2　社会职业的地位变迁

通货膨胀的爆发不仅引起了物价的疯狂上涨， 
而且在这生活成本升高、 物资异常紧缺的特殊过程

中， 也促使社会职业地位高低发生了变迁和移动。

在书写上海全面抗战时期经济影响的“洗牌”过程

时， 作者笔下一种此前为人忽视的职业： 投机市场

的接线员， 异乎寻常地兴起； 而教师、 公务员等工

资收入者在作品中日益陷入困境。尽管历史记录

很少专注于新旧知识分子在战争环境夹逼下的生

活状态， 但生活于战时上海的小说家们却秉持着自

古至今的道义责任， 将关切投注到生活边缘及弱势

群体， 尝试为其发声。

战时通货膨胀的时代， “钱”变得不再可靠， 于
是投机活动在战时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大为流行， 甚
至“老百姓所有的钱财都参加做投机”［10］287。在此背

景下， 上海作者们叙写投机活动时， 常常乐于在小

说中描写一种此前往往被忽视也不会获得文学形

象的职业： 投机市场电话接线员， 其地位于战争环

境下忽然升高而因此备受尊崇。与《子夜》吴荪甫、 
赵伯韬等从事投机活动的商业巨擘相比， 抗战时期

上海小说家将写作目光聚焦于普通市民及“投机暴

发户”， 显现出向下转移的特征。  《染》一文中的银

行接线员常吾省便经历了由清闲到繁忙、 从被忽视

到不可或缺的转变。即使行里电话机早已装配， 但
“在以前， 市况萧条， 行务清淡， 投机未兴， 人员也

少， 再加打个电话也得化三分钱， 所以它的事务是

很清闲的”； 然而在战时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 银
行业务陡增， “电话变成投机的神经”， 因而使得常

吾省这位银行接线员老将“‘日复一日’地大忙特

忙， 每天都叫得‘力竭声嘶’”［12］321。接线员的工作

量与投机活动形成联动关系， 前者愈增长就意味着

后者愈兴盛； 同时， 随着投机市场日益猖獗、 可投

机对象日益繁复， 行情信息也日益复杂多样、 变化

表  1　1937 年−1946 年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与工人生活费指数比较

表［9］379（1936 年=100）

时期

1937 年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1945 年 8 月
1946 年

批发物价指数

118.6
142.6
232.0
505.7

1 099.3
3 452.6

14 361.8
100 739.4

9 749 247.7
519 900.0

工人生活费指数

119.08
150.62
197.52
428.35
826.84

1 993.56
7 225.65

47 750.45
6 648 285.00
406 476.68

百分比

100.4
105.6
85.1
84.7
75.2
57.7
50.3
47.4
68.3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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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 因此是否能出色完成信息传递任务也成为考

量接线员这一战时大热职业的标准之一。对此， 常
吾省先生则“凭着他数十年来的经验”成功守住了

这个宝贵地位： “常吾省的听话技巧是很准确的， 
他从来不喊错别人， 自然他更不会耽误了行方事

务， 看他技能， 仿佛他可以了如睹面地由听筒中得

知对方的颜色。”［12］322 常吾省就此凭借通货膨胀下

投机事务的繁荣扶摇直上， 以市场接线员的职位跻

身银行核心成员队列。与之相似， 《投机家》里承担

接听电话、 传递信息的姚仁山在逐利逐财的一众投

机者中地位颇显高贵， 仅透过其座位位置便可一探

究竟： “别的都坐在沙发上， 只有他， 象老虎般高踞

在写字台上。写字台上实在是没有什么文具， 倒是

电话机摇的拨的有了四五只。”［3］316 市场瞬息万变， 
发散消息所依靠的电话及掌握接线权力的人无疑

异常关键， 因而便不难理解每次行情波动时， 姚仁

山为何成为众星拱月之“月”。可以说， 通货膨胀、 
投机活动、 电话业务等因素的相互勾连与促进， 使
得接线员一职的地位与价值在战时上海迅猛提升， 
炙手可热。

社会职业变动的另一极——教师、 公务员等工

资收入者则彻底陷入通货膨胀带来的陷阱中， 沦为

底层， 致使 20 世纪中国第一次出现“‘脑体倒挂’反

常经济分配现象”［13］172。  《蠢动》中原本为教员却因

战争长期失业的张石均， 靠出卖消息给通利银行经

理成祥贵获得四百块， 他“从来没有拿到过这样大

一笔款子……学校里更从来没有支过这一笔薪

水”［14］100， 而此时的成祥贵却出手便托人购买了三

千元美票。教员与投机员的巨大收入差距， 促使张

石均决心彻底抛弃教书而转向投机买卖： “做棉纱

在张石均看来的确是一条光明的路， 没有比这个更

简便， 更易赚钱的了。”［14］106 相比起还有棉纱交易一

路可走的张石均来说， 《泡沫》中同为教员的孙良境

遇便悲惨到无路可走直至自杀。被众人诬蔑供职

于伪政府， 随即被校长借此冷淡遣散， 孙良拿到的

半个多月薪水只有二十几块钱， “薄薄的几张钞

票”， 而“这里每个小钱里面， 不知流了他多少的

汗， 不知促进了他多深的病”， 因为即便他拼着性

命工作， 薪水也只是“每个钟头会有四角的报酬”， 
同时“傍晚回家还不能躺到床上休息一下， 因为每

天有许多的课卷， 要他批改”［3］253。身体上肺病的折

磨， 物质上妻儿五人的负担， 加之被冷淡蔑视后精

神上的摧残， 勉强在私立中学教书的孙良终于支撑

不住， 服毒自杀。战时上海通货膨胀所引发的生活

成本上涨、 职业收入落差等时刻存在的问题终究压

垮了这些底层民众， 将其逼上绝境。

针对全面抗战时期上海社会职业地位的沉浮

变迁， 小说家们从众多职位流动中选择着重关注有

悖道义原则的投机活动接线员与被生活重担压迫

的教师、 公务员两极， 在描绘其状态改变的同时， 
对两方加以批判或同情， 揭露投机活动流行而正常

社会职业困顿的畸形经济发展样态， 将情感天平倾

向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后生活破碎的中产阶级及

底 层 民 众 的 趋 势 明 显 ， 如 王 彬《穷 人 的 天 下》

（1940 年）中因穷困而不得不以当大兵来赚钱养家

的诡异景象， 展现出不同于历史记录以工人生活变

更、 职业升降为主的面貌， 而在这两者差异中突出

的即为文学本身赋予作家的内在使命， 这也正是文

学的独特力量所在。

3　商业投机的集中叙写

针对物价上涨、 职业地位变动的描摹外， 抗战

时期上海小说书写通货膨胀经济现象时还常以叙

写商业投机的形式出现， 并具有集中化的特征。由

于西方政府对中日战争宣称保持中立， 上海外国租

界（英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

得以保存完好， 为许多无法逃往未占领地区的国人

提供了避风港即所谓的“孤岛”。大量逃难者及欲

发战争财者涌入上海的同时带来了巨大流动资金， 
加之“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上海， 是中国甚至东亚的

经济、 金融中心， 全国最发达的工商业、 金融业和

出口贸易都云集于此”［15］76， 投机倒卖的活动就此大

为流行， 上海完全沦陷后仍颇为兴盛， 很大程度上

扰乱了上海经济的平稳， 加剧了通货膨胀的恶劣

性。因此， 上海小说家将目光聚集于这些专职或业

余的投机者们， 刻画其前后投机行为和投机心理， 
并在这一过程中试图投放自我的情感倾向， 彰显有

别于历史维度下的投机活动。

这一时期上海小说集中描写投机者与投机活

动时， 有意强调投机家及投机行为本身而削弱投机

过程中的专业性。无论是《投机家》中的华北钞票

风波， 还是《蠢动》里美票与棉纱交易的大起大落， 
具体的投机细节都被作家有意简化或模版化， 意欲

凸显的是陷入战时投机活动的逐利者的种种丑

态。  《投机家》里宋仁轩在听到太太自曝保管箱里

藏有三万现钱时， “眼睁大起来， 脖子伸得长长地， 
直顶到太太的胸口， 嘴角颤动着， 把声音说得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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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才听见”， 之后便慌里慌张地抢过水盆随

意温温脸就上车直奔银行， 甚至在路上还在向太太

确认： “喂， 真的你只有三万吗？”［3］310-311 与宋仁轩惊

喜于三万元存款的丑态如出一辙的， 是《蠢动》里对

投机盈亏表现得云淡风轻的成祥贵。尽管美票已

受战事影响而不断下跌， 但“成祥贵装出一副坦然

的神气， 还不愿意露出窘相， 对着张大华白了一

眼： ‘不卖不卖！即使亏完了也没有什么！现货放

在手上。忙什么呢’”［14］89。这种看似无所谓实则异

常关心的反差更加显现出投机者的虚伪与丑陋。

除此之外， 《蠢动》还将笔墨放在细致刻画兢兢业业

进行投机的众人面貌上， 减少了对背景、 行情的分

析铺垫， 与《投机家》取得异曲同工之妙。丁谛一方

面针对投机群像， 传神地描绘出那些“衣冠楚楚的

上等宾客”都是“嘴里含着雪茄， 满脸的油光， 一个

个像是戏台上的花脸”［14］85， 一方面也专注写出投机

商尖刻猥琐的长相： “胡可容的一双眼睛是近视的， 
配着一张方方的瘦脸， 脸上的颜色像黄蜡一般， 叫
人看到只觉得讨厌。”［14］87 这些仿佛与投机活动无关

的文本表明了抗战期间上海小说其实并非就“投

机”写“投机”、 实时记录不同程度通货膨胀状态下

的上海金融世界， 而是有选择地进行突显与弱化， 
书写出不同于历史学话语语境下的投机活动， 从而

有效地彰显文学价值以及文史裂缝之间的张力。

因此， 在这种有意强调投机主体及投机活动本

身而削弱投机专业性问题的过程中， 上海小说的集

中化叙写便具有了强烈的情感倾向与指引， 融入到

阶级批判的浪潮中， 与报刊新闻保持着一致步伐。

对于《烽火中的幻梦》里的李荣甫来说， “在偌大的

四张两开的新闻报上， 只有这一栏商业新闻才配他

的胃口”， “华北战局关系， 统一公债， 一致陡落”的

消息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并且“他焦急的不是战

局的胜负， 而是公债的低落。七七前公债的狂涨， 
使他憧憬着未来的美梦， 逐渐的有实现的可能； 加
薪， 增设分行， 尤其是增设分行， 而有晋级的希望， 
现在在炮声里幻灭了”［3］359-360。因而当作者赋予秉

持着所谓“本位救国”论的李荣甫以家破人亡、 妻离

子散的结局时， 旁人一句“他说， 他不惹东洋人， 东
洋人当然也不会去惹他的”［3］379 的扼腕感慨， 便充

斥着强烈的批判与嘲讽。此外， 小说题目中的“幻

梦”也暗含着战争时试图独善其身、 大发横财实属

妄想之意， 战火下没有任何个体可以脱离民族大义

的纠葛。类似的， 《投机家》《蠢动》无一例外的悲剧

结局， 都指向了作家对从事买卖公债、 炒股交易以

或多或少赚取国难财的投机者的不满与谴责。不

仅如此， 小说家们为顺应自我内心价值指引与阶级

区隔所引发的情感走向， 将投机活动的恶性影响加

以抬高与放大， 与经济问题等号挂钩。  《烽火中的

幻梦》直言“公债的狂跌， 是由于投机家的操纵， 并
不是军事的失败”［3］360。  《投机家》中亦强调： “就从

第三天起， 报上除掉外汇飞涨等等的新闻外， 又出

现了各业涨价的广告： 米涨了！煤涨了！油涨了！

一切东西都涨价， 只是‘人价’没有涨。投机家兴风

作浪的结果， 是饱少数人的钱囊， 饿瘦一般人的肚

子。”［3］349 由此可见， 上海小说家们将自己对投机者

们的批驳与讽刺增添进创作中， 使得投机活动力压

战败、 国民政府增发货币等现实原因， 由原本战时

上海通货膨胀的加速器摇身一变为经济紊乱的根

本因素。可以说， 这种因内在情感支持而有意在小

说中调整现实的写作方式， 是糅合主观思绪与客观

历史的综合产物。

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这种鲜明正义性价值取向

与全面抗战时期上海新闻界之间达成了精神共振。

吴梦蝶于 1939 年 11 月 1 日发表在《上海周报》一卷

一期的文章《生活费上涨与法币价值》即明确表露

对投机家的愤恨： “最后， 我们就可以决定： 孤岛生

活的上涨， 绝非法币价值发生变动， 乃是纯粹的投

机的后果……每个人应该注意到改善职工的生活

以外， 同时应该知道压迫我们生活的， 除了孤岛的

特殊势力方面之外， 这批吸吮平民膏血的人， 就是

投机家！战时投机是为任何国家所禁止的， 然而这

是特殊环境的孤岛啊！”［16］428 周报平实却有鲜明引

导性的话语将上海战时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指向

了各式各样的投机活动， 将其放置于国家民族的体

系框架内进行探讨与评价； 在这里， 报刊文章内蕴

的价值导向便与这一时期上海小说中叙写投机者

及投机活动的情感支撑勾连了起来， 共同构筑着抗

战期间上海的文化风貌。

我们今天以“后见之明”回顾时会发现， 抗战时期

上海小说与新闻评论把投机活动视为物价飞涨的元

凶， 所谓“绝非法币价值发生变动， 乃是纯粹的投机

的后果”是错误的。真实历史现实投射到抗战时期上

海小说文本中时发生了扭曲与变形， 文学书写姿态与

历史的真实与常理拉开了距离。民国时期著名银行

家、 抗战时曾担任中国政论经济领域高官的张嘉璈

（1889−1979）在《通胀螺旋： 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

的十年： 1939−1949》（2018 年）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抗

战初期、 中期及战后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应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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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认为国民政府增加军费支出、 滥发货币以弥补财

政赤字等缺乏远见的错误政策， 以及日本入侵造成的

交通破坏、 物资短缺分别构成了中国通货膨胀一发不

可收拾的内外因， 且通过下表也可清晰地看出法币发

行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密切关系。

当然， 抗战时期上海小说对于投机活动的反映

除去专以经济视角介入的集中叙写外， 还有许多作

品都在文本中零星渗透出利用战时上海经济时局

获利的普遍。钱锺书隐晦地通过方鸿渐、 赵辛楣两

人的谈话， 对被视作女诗人、 女博士的苏文纨倒卖

私货行为进行讽刺： “她每次飞到重庆， 总带些新

出的化妆品、 药品、 高跟鞋、 自来水笔之类去送人， 
也许是卖钱， 我不清楚。”［4］318 同样， 张爱玲在《色·

戒》中也曾提及战时货物倒卖的存在： “珍珠港事变

后香港陷落， 麦先生的生意停顿了， 佳芝也跑起单

帮来， 贴补家用， 带了些手表西药香水丝袜到上海

来卖。”［17］246 这种书写其他主题内容时顺便描摹投

机活动的方式， 同样也为我们展示出战时上海投机

活动流行的兴盛， 甚至更为蕴意深刻。

这样一来， 不管是否拥有家财万贯， 人人但凡

有些储蓄就想借由投机发一点战争财的图景便被

展露无遗。针对投机活动的普遍， 小说家无论在写

作内容还是情感向度上都有着鲜明倾向性， 蕴含在

字里行间的不屑与嘲讽也流露而出， 进而我们便能

够强烈地感受到战时上海经济领域的混乱无序， 以
及小说家对周遭现象的敏锐与叙写方式的选择。

因此， 不论是否有意集中描写战时投机活动， 这些

小说作品都给予了我们从文学窗口窥探彼时上海

通货膨胀等经济现象的途径， 提供了文学层面书写

姿态下的战时上海商业投机图景， 由此可以有效捕

捉文史之间的差异与距离。

4　结　语

民族战争的烽火下， 羁居上海的小说家们构筑

的文学世界成为了展现彼时上海经济通货膨胀的

一个具体可感的缩影。通过对全面抗战时期上海

通货膨胀所表现问题与现象的描绘与渗透， 这些小

说家们间接反映了所处环境并将自我情感与选择

熔铸其中。这种主观思绪的融入使得历史现实在

进入文学文本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错位与变动， 从而造成文史之间差异和不同的

生发， 而正是这种文史裂缝能够有效引入思考的深

渊。抗战时期上海小说对投机活动的兴盛、 社会职

业地位的变迁以及物价飞速上涨等通货膨胀表象

的文学化处理， 在与历史记录拉开距离的同时， 一
定意义上积聚能量凸显出文学创作者或鲜明或隐

蔽的情感导向与人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 全面抗战时期上海小说面对战

时通货膨胀给市民带来的困苦， 鲜有将之归因于外

来侵略者发动的战争， 而是明确地将归罪的矛头指

向了投机商的炒作。在这个环节上， 阶级话语和阶

级情绪显然压过了同仇敌忾的民族主义话语， 而具

有了左翼文学的色彩。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里， 左翼文学、 民族主义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三足

鼎立， 但随着 1936 年党的文艺方针的转变、 “国防

文学”口号的正式提出， 以及随后的“两个口号论

争”， 以往左翼“普罗文学”的阶级书写迅速消退， 
在“第二个十年”的末期， 新文学的民族主义趋向得

以确立。但是， 从上海小说通货膨胀书写的角度观

察， 反而是在抗战时期的上海， 左翼文学的阶级话

语又重新回潮。由上文论述可见， 与政治元素紧密

相连的左翼文学思潮其实始终都以或隐或显的方

式扎实地存在于上海文学的文学流脉中， 或许有暂

时的退潮， 但从未消失。

除此之外， 不可忽视的是， 战时上海小说家普

遍处于一种客观环境与主观精神杂糅碰撞的“灰色

地带”（grey zone）， 这无疑会左右其文学表达内容

与方式选择。“灰色地带”由普里默·莱维（Primo 
Levi）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1984 年）中提出， 并
对其解释到： “与主/客两个阵营都有所联系又有所

区别的一个地带……拥有极为复杂的内部结构和

内容， 让我们难以对它做出正/邪的判断。”［18］39伪政

府、 日军多方面的严苛管制， 七十六号等特务机构

的恐怖存在， 都让战时或自愿或被迫留在上海的知

表  2　1937 年−1945 年法币膨胀与上海物价上涨情况表［9］372

时间

1937 年 6 月

1938 年 6 月

1938 年年底

1939 年年底

1940 年年底

1941 年年底

1942 年年底

1943 年年底

1944 年年底

1945 年 6 月

1945 年年底

法币发行数量

（亿元）

14.1
17.3
23.1
42.9
78.7

151.0
344.0
754.0

1 895.0
3 978.0

10 319.0

法币膨胀指数

100.0
123.5
164.3
304.0
588.1

1 071.4
2 440.0
5 346.0

13 436.0
28 204.0
73 162.0

上海物价指数

100.0
109.0
115.0
308.0
653.0

1 598.0
4 929.0

17 602.0
250 970.6

8 640 000.0
88 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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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处于精神紧张与焦灼的状态中， 这种精神困

境使得此时上海作家在书写经济通货膨胀时有所

侧重于模糊的表达方式， 不仅包裹着自我意愿倾

向， 而且多了一层因言论及写作自由受限而只能如

此的被动感， 这同时也是对阅读这些作品时应自觉

将其视为“潜文本”（hidden transcripts）的心态提醒， 
即应有意探索文本背后所隐藏的内涵与深意。

综上， 全面抗战时期上海通货膨胀现象在小说

家笔下呈现出想象性书写的特质， 是客观现实与作

者主观情思共同黏合的结果。透过文本中对物价

问题、 接线员与工资收入者以及投机活动的叙写与

描摹， 可以看到蕴含其中的全面抗战时期上海经济

状况的波动及波动下各色上海民众的言行心理， 更
为深远地折射出当时文学潮流的波澜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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